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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朔：齐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愿意接受采访。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这一代学者青

年时代的经历往往比较特殊，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后来从事的研究领域。您能否谈一谈上大学之前的

经历？

齐东方：我出生在吉林省，在吉林市昌邑区第十八小学上到四、五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学

校里基本不上课，学制也不正常，我小学读了七年。之后进了吉林十三中上初中，父亲当时正好是这个

学校的校长，受到了批斗，但情况不算严重。他是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个先进典型，在五十年代就很有

名。我的初中只读了一年，大概在1969年前后，全家作为下放户到农村去了，我在农村继续上初中。

耿朔：我记得听您说过，读大学前是上过师专的？

齐东方：我初中毕业时，正好赶上那一年吉林省在初中毕业生中推荐一部分人上中专，当时有四个

学校：煤炭学校、卫校、林校和师范。当时我被选中了，推荐上了师专。

1971年，当时我十六岁，进了舒兰师范，这个学校现在早没有了。那时候农村学校老师很少，严

重缺编，上了一年就要分班，目的是要培养中学教师，我记得分科考试时，我拿到全校唯一的数学满

分。当时我就想上数学班，我爸爸是教数学的，哥哥和姐姐也是教数学的。我给大哥写信，他在“文革”

前已经是吉林大学数学系的老师，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但大哥建议我不要学数学，理由很简单：县城师

范的数学“尖子”，又能怎样？

我听了他的话，加上从小就喜欢音乐和美术，就选了音体美班。其实那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毕

业后还要下乡去农村，如果你会画画就能出黑板报、画宣传画，能拉能唱就可以进宣传队，有了这些工

作，就不用总下地干重活，据我所知当时很多人也是这么想。半年后，再次分班，学校把音体美三科分

开，我就进了美术班。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教学环境、条件和水平确实不行，但我十分崇拜我的美术老

师。那时的县城，哪会有真正的美术呀，基本训练都不完备，但因为我有美术基础嘛，当时就是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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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努力提升我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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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他同学强很多。

耿朔：那您毕业后的去向是哪里？

齐东方：1973年我师范毕业，那时我家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城里了。学校包分配，我当时很自信，

满以为凭自己的表现和成绩，应该去向不错，没想到把我分到最穷、最远的地方——二道河子公社响水

大队。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当时还不满十八周岁。大概是因为我“只专不红”，记得因为学画画，当时哥

哥从省城给我找了两本世界名画的书，外文的。世界名画嘛，里面难免有裸体画，这在东北的小县城可

不得了！挨了批评。

我记得很清楚，是10月25号去报道的，当时东北下过第一场大雪，我下了火车背着行李走三十里

山路，在雪地里走了六个多小时，一路上只在一个山坡上看见一个上坟烧纸的人。到了地方一看，确实

很穷，让我住的房子都快要倒了，墙也漏风，被子下面都冻住了。能吃的东西也很少，连酱油都没有。

耿朔：条件确实艰苦，有“文化生活”吗？

齐东方：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在农村时读了全本《红楼梦》。

耿朔：那时候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齐东方：有人问过我年轻时有什么理想？我可以说，那时候我的理想有两个：一是去有灯泡的地

方，也就是要有电；二是去有食堂不用自己做饭的地方。我在农村做一顿饭，要从劈柴生火开始，实在

太麻烦。

到农村不久，我就被抽调到舒兰县城，因为县里要搞各种展览宣传，需要美工，这两个理想都实现

了，觉得和在农村生活真是两重天。那时候县里活动多，教育革命展览结束，又有阶级教育展览、农业

学大寨展览等，我就一直被留在县城，就这样过去了差不多一年。但我是农村户口，在城里呆着也不是

长久之计，我就回去了。没想到不久后又被抽到县里，这次是参加青年干部学习班，县里把我作为苗子

培养。青干班结束后，好几个单位都想要我，我记得组织部、团县委都看中了我，后来因为一些原因，

进了团县委。

耿朔：工作后不久就赶上高考了吧？

齐东方：是的，在团县委工作大概一年多，就赶上了高考恢复。之前我就很想上大学，但没有机会，

比如“文革”中有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但根本轮不到我。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我感到机会来了。

耿朔：我看过和您同一时代的考古学者的回忆，有人说在大学之前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也在报纸

上看过考古的新闻报道。但听您刚才讲述的早年经历，似乎距离这些比较远？

齐东方：我在上大学之前就没上过历史课，上师范时只有一门党史课，算在政治课里面。所以从来

没想到会考与历史有关的专业，甚至都没有任何像样的渠道了解历史知识。如果说对历史有一点涉及，

那也是歪打正着，比如“文革”期间，我在一本批判材料里，读过被当作反动素材的日记，那里面摘抄了

一些李白的诗，我会背的第一首诗就是当时看到的《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

句子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再有就是赶上“批儒评法”运动时知道了商鞅、秦始皇这些人。所以我在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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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可以说和“历史”没有任何关系，哪里还能谈得上兴趣？

耿朔：我知道您曾经考过中央美术学院，看来这和早年的学习工作有关。

齐东方：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志愿，那时和现在一样，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我当时踌躇满志，觉得

肯定能考上，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不知道难度有多大。当时要先把作品寄过去，包括素描、色

彩和创作三类，前两者我有，但时间太紧张，我没有创作的作品。我第二志愿报了鲁迅美术学院，同时

也在准备艺术院校以外的正式的高考。记得之后收到中央美院寄来的信，内容大意是说我提交的作品不

符合条件，没资格参加第二轮考试。后来我很清楚，就算是能进，第二轮我也考不上，被录取的都是陈

丹青那样的，我水平差得太远。

耿朔：那是怎么决定报考考古专业的呢？

齐东方：1977年高考是突然宣布的，只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我有一点数学基础，就自学了两个

月，学到了立体几何，但物理、化学不行，也没法自学，所以考不了理科，就考文科，不过我的数学成

绩成为很大的优势。

那么考什么专业呢？那年的高考没有招生简章，我也不知道大学有什么专业，根本没听说还有“考

古”，但我姐姐和哥哥都是大学老师，他们给了我很重要的建议。因为刚经历过特殊的年代，我很想远

离政治，选来选去，觉得考古和图书馆专业比较适合。后来我听说很多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也都报这两

个专业。

当年是直到马上要高考报名了，报纸上才登出全国高校在吉林省招生的目录，我才知道“考古”的

“古”，不是骨头的“骨”而是“古”。之前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说过这个事，听起来像是笑话，但那时候

信息获取确实非常困难。当时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不在吉林招生，吉林大学招，我就报考吉大考古并被录

取了。其实那时候的理想就是上大学，什么大学都行，什么专业都行，只要能上大学就行。

耿朔：这么说来，上大学后，对于考古学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吧？

齐东方：进了大学后，开始我以为考古主要是搞古文字研究，因为吉大的古文字研究水平很高，我

还以为主要是学那个，学了几个月才慢慢知道考古专业是学什么的。

耿朔：虽然我知道您并不喜欢被贴上“搞金银器研究”这一标签，但从1981年您完成吉林大学考古专

业本科论文《试论唐代金银器皿花纹的演变》，到1992年完成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唐代金银器皿的分

期研究》，再到1999年出版专著《唐代金银器研究》，大体能看到您关于古代金银器尤其唐代金银器的研

究历程。能否谈谈您是如何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的？

齐东方：我学习考古的过程可以说是“见异思迁”，开始学史前考古时觉得很有趣，陶器类型丰富；

等学到商周考古觉得更精彩，有青铜器了；到了学秦汉考古，发现还有那么多漆器，花纹真好看！越往

后学，越觉得丰富多彩，等到学到隋唐考古，陶瓷和金银器又蔚为大观，而金银器是最美的。

可能和我一直喜欢美术、爱画画有关，我喜欢漂亮的器物。当时，隋唐考古是魏存成老师讲授，但

金银器不算是他的研究领域，纯粹是我自己的兴趣，等到开始毕业论文选题，我就选了这个题目。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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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样的选择也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跟着感觉走！

耿朔：在考古学界，一直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学前段的人多，而学所谓后段也就是秦汉以后的人

少。根据我的观察，您读书的时代，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所以选这个题目应该是“非主流”吧？

齐东方：和我许多同学比起来，我这个选题确实显得另类。当时吉林大学考古的课本来就不多，后

段的课更少，像隋唐之后的宋元考古只稍微讲一点，做毕业论文，受当时吉大考古学术训练和气氛的

影响，绝大多数人也都选了前段尤其是史前研究的题目，选秦汉以后的题目，我记得没几个人。我之

所以做这个题目，是因为看了何家村发掘的报道，那时能找到两个材料，一是发掘简报（陕西省博物馆

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的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二是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

图录，我一下子就被何家村金银器的精美程度吸引了，就决定做这个。

耿朔：那您是如何展开研究的？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齐东方：20世纪80年代之前，没有专门的关于唐代金银器的著作和综合性研究文章，所以在具体

方法上，我没啥可以借鉴参考的。那时候做论文有个通行的套路，即分型分式和分期分区，也就是大家

都知道的类型分析，当时都这么做，所以我就想做唐代金银器的分期，但材料太少了，主要就一个何家

村，没法做。

指导我论文的是魏存成老师和林沄老师，我很佩服他们的眼光，建议我做金银器上纹样的分期，一

句话点醒了我。那时中国还没有复印机，我就自己照着图片画了好多金银器的纹样，并尝试和铜镜等其

他材质的文物做比较，就这样做出了本科毕业论文。我记得写完后，老师们的评价还不错，甚至说整理

整理可以发表，这对我鼓舞很大。

耿朔：您1981年进入北大读研究生后，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开始主攻唐代墓葬了，为什么没有

接着做金银器研究？

齐东方：是的，毕业后我进了北大读硕士，我本来想接着做金银器的研究，但我的导师宿白先生没

同意。我想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有个师姐叫陈英英，她当时论文做的就是金银器（题目为《唐代金银

器研究》），考古所夏鼐先生有个研究生叫熊存瑞，也做了金银器的研究（题目为《唐代金银容器》），这

两篇硕士论文到现在还没正式发表，在北大图书馆和社科院考古所图书室可以查到，应该作为中国学

者对于唐代金银器研究的成果。所以，宿先生大概认为金银器的问题涉及多方面知识，考虑暂时难有大

的突破，就没同意让我做，而让我做墓葬，所以我硕士论文写的是唐墓。但对金银器的个人兴趣一直都

在，那几年，在我的卡片资料中，量最大的还是那些金银器，对金银器考古新发现的关注和收集形成了

习惯。

1984年我硕士毕业后，留在系里教书，当老师了。此前一年，北大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

建立考古系，宿先生担任系主任，工作很忙，行政事务很多，就把本科生考古学通论主干课中的魏晋隋

唐考古这一段交给我上，所以我在北大很早就开始上主干课，还不到三十岁嘛。备课要准备的内容很

多，城市、墓葬等都要涉及，实际上留给金银器的课时很少，也可以说基本没有，但我还是保持读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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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习惯，留意这方面的新发现，像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镇江市博物馆和陕西省博物馆合编的《唐

代金银器》，这本书以图片为主，收录了136件器物和五篇论文。就这样过了三四年，我又陆续积累了

一些材料。

耿朔：是不是不间断的积累才让您“不忘初心”，到读博时又转回金银器研究了？

齐东方：1988年我开始跟随宿白先生在职读博，开始他想让我做南方六朝墓葬的研究，因为之前

做了唐墓嘛，有基础。我就按照做唐墓的方法，大概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把南方六朝墓做了整理，但我

当时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拿一个现成的方法套在一批别的材料上，实在没有挑战的快乐，但我一时

又找不出新的方法，所以就去找宿先生，跟他说我想换题目，还是想做金银器。后来杨泓先生对我说，

跟着宿先生做论文还换题目，而且换了两次的，只有你！宿先生当时确实感到很意外，甚至表达了做这

个题目可能拿不到博士学位的担忧。

现在想想，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不仅因为之前陈英英和熊存瑞都进行了尝试，而且因为金银器涉

及到外来文化，而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包括宿先生自己，对西方学术的了解都不够。宿先生是大家，知

道金银器很重要，但也知道没有对域外材料的充分了解的知识结构，是做不下去的。

耿朔：那您是如何说服宿先生的？

齐东方：我那时年轻气盛，坚持要试一试。宿先生就从书架上取下《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让我

写一篇书评看看，那是韩伟先生刚刚出版的新书，共收集器物290件，海内外都有，每件器物都绘出线

图，卷首的“简论”有3万多字，是对唐代金银器研究较全面的论述（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

出版社，1989年）。这本书我已经很仔细地读过，所以宿先生给我出这道题，我特别高兴，感觉他至少

是松口了。那时候师生之间的交流，总是老师说的多，学生说的少，宿先生对我的了解不够，他不知道

我这么多年搜集了多少金银器的材料，而且那几年为琢磨这个题目，我也看了外国学者的研究，其中最

重要的是瑞典学者俞博（Bo Gyllensvord）《唐代金银器》（Bo Gyllensvord, T’and Gold and Silver, No.29.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7.）和苏联学者马尔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粟特银器》（按：

1971年出版俄文版，随即被译为英文，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了李梅田、付承章、吴忧翻译的中

文版）。我大学时外语修的是日语，所以英语水平不行，那两本书我简直就是“破译”，大多数单词都要

查词典，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中文，那是一段很苦的学习过程。我藏的这本书要是拿出来，也得成

“文物”了。

因为很兴奋，又有积累，我两三天就写完了书评，是在挂历的背面白板上拿铅笔写，写错了用橡皮

擦，不用重抄。我记得就是把这个直接拿去给宿先生看，现在想想有点不尊重老师，但当时只是表明自

己对这个选题胸有成竹，很快就能写出来。就这样，宿先生看完书评后，同意我换题目。大概一年后，

社科院考古所新上任的徐苹芳所长跟宿先生说，要在《考古》杂志上鼓励发表批评型的学术书评，得到了

宿先生的支持，说齐东方正好有一篇可以发表，推荐了过去。这篇文章是有这么个背景，是为了争取宿

先生的允许我做唐代金银器研究（齐东方《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考古》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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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朔：如何形容写博士论文的过程？

齐东方：真的写起来，就觉得这个过程是既辛苦又快乐，反正对我来说比做原来墓葬那个题目难度

大多了，因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借鉴，全靠自己摸索。

耿朔：从1992年完成博士论文后到1999出版专著，在这五六年时间里，您是如何推进金银器研究

的？

齐东方：我的博士论文如果稍作修改补充，再多配插图和照片，是可以作为一本书出版的，当时我

也有这个打算。但论文完成后，我恰好要到日本访问一年，此后又受邀在美国交流了近一年，修改和整

理博士论文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我觉得等一等是好事，因为唐代金银器有不少流散到海外，日本和美国

正是收藏最多的国家，我观摩了很多珍贵的器物，甚至亲手摸到了一些，加上1991年在苏联进行“草原

丝绸之路”考察，又见到了许多实物。这使得我放弃了对原博士论文加以修改就出版的初衷，而只是把

它作为一个部分的基础，增加了大量的篇幅，我记得博士论文约有8万多字，而1999年出版的《唐代金

银器研究》包括图版在内近60万字。

二十年间，研究金银器让我感到生活的充实，我在书的后记引用了李清照的词“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耿朔：既然有如此漫长的研究历程，那么您认为金银器对于探讨古代文化有什么样的价值？

齐东方：我发现研究者很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就是觉得自己研究的东西重要，我很早就有这样的警

惕。所以我上课从来不说金银器有多么重要，只说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首先，金银器从来没有像石器、陶瓷器、铜器和铁器那样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阶段性、划时代的推动作

用。在19世纪30年代，丹麦学者汤姆森就分析出欧洲社会的早期发展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

时代，我们都知道这一划分方法对全世界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没有过黄金时

代、白银时代的说法，可以说金银是“不温不火”。尽管它不代表物质文化的主流，但也从未衰落，始终

与人类社会生活紧密相随；其次，金银器一直是高与贵的象征和代表，尤其反映在时尚和艺术方面，往

往引领时代潮流，人们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这种稀缺的材质上，如同它们自身的价值一样，是历代研究

中“永恒”的题材；再者，金银器几乎可以囊括所有材质文物具有的造型与纹样，内涵十分丰富。

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汉唐考古而言，丝绸之路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了解了域外文化和

对中国的影响，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身的文化。怎么研究呢？你得有个抓手吧？我认为金银器就是

最好的切入点，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写了一系列文章，比如辨认出李家营子那批银器是粟特器物（齐东

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后

来我又开始研究玻璃器，也是这样的考虑。所以有很多人说我是研究金银器的，我说我不是，就是这个

意思。我在研究金银器以及教学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不了解外来文化影响，就没法深入理解魏晋

南北朝隋唐历史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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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朔：金银器的话题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我想先放在一边，接下来请您谈谈有关墓葬的研究。如

您刚才提到的，从硕士论文开始，您就在做墓葬研究，至今也是用力颇深，成果很多。您能否回顾一下

您是如何开始这方面研究的吗？

齐东方：墓葬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研究面对的第一大类材料，考古学的很多研究方法也是从墓葬研究

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对墓葬的分析是学习考古学必须经历的训练，这大概不需要讨论。但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特别在我求学期间，对于墓葬的研究和教学，通常讲的就是分期、分区、分类型，但我很早就在

想，这些毕竟属于基础性工作，做完之后呢，还能研究什么？

这一点在我写硕士论文时就有考虑。刚才讲到我跟着宿先生写论文，换过两次题目，一次是博士论

文改做金银器，还有一次就是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宿先生开始希望我写整个北方地区唐墓，但我接触材

料后觉得量太大了，一时完成不了，我跟他说想集中在西安地区唐墓，因为最具代表性，而当时对这批

材料的基础研究还没人做。我在做完分期、分类型后，还想进行历史解释，就讨论了一下等级问题，后

来硕士论文经过整理发表时，文物出版社编辑还跟我说你研究墓葬的做法不太一样（齐东方《试论西安地

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

文物出版社，1990年）。

硕士毕业后，我开始上课，那就不能只讲西安唐墓，其他地区的也要涉及，我就开始一个区域一个

区域地弄，把洛阳地区、北方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唐墓都做了整理，我把南朝和北朝的墓葬也做了，

这些文章我都写了，其实如果经过整理也都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但你一篇也没见到对吧？我都没发表，

因为这些研究基本是按照我做西安唐墓的路子去做的，我觉得不够刺激。

耿朔：在您发表的有关墓葬的研究中，有哪些文章对您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或者说，您自己认为

哪些文章能看作是个人不同阶段的代表性成果？

齐东方：说到这方面，我先想到是研究祔葬墓的那篇，因为当时发现大家都是按照墓室多少来排等

级，但忽略了祔葬现象，意识到这一点后，再看材料那感觉是大不同的（齐东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祔

葬墓》，《考古》1991年第10期）。所以这篇文章是发现了所谓分类型研究中的一个大漏洞，对我来说，

就是在继续思考，在做完基础研究后，还能写什么？

对唐代县令墓的研究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记得当时宿先生听了这个题目后，眼前一亮，觉得有

意义，我的想法是同一个等级的人，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他们的墓葬有什么区别？如何认识这种区

别？我觉得这个有意义（齐东方《唐代县令墓研究》，《古代文明（辑刊）》，2010年第8期）。

要再说一个的话，是关于环渤海地区墓葬的，我注意到这个区域的墓葬形态很特别，这篇应该是在

日本发的（斉東方《隋唐环岛文化の形成と展开》，《东アジアと『半岛空间』》，思文阁出版，2003年；齐东

方《隋唐环岛文化的形成和展开———以朝阳隋唐墓研究为中心》，《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

出版社，2003年）。 

这三篇文章虽然都只是个案研究，但对我来说是思想的不断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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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朔：与同时期他人的研究相比，您有关墓葬的研究路数别具一格。比如2006年发表的长文《唐代

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我也听到不少同行说，这篇文章突破了之前墓葬研究的一些藩篱，展示了一

种新的研究范式。我很想知道，您对古代墓葬的研究方法有什么样的总体性思考？ 

齐东方：做了若干个案研究后，我想考虑一点综合性问题。唐墓发现了几千座，类型学研究成果显

示，8世纪中期以前的唐前期墓葬，规模宏大，出土文物类型丰富，而8世纪中期以后也就是唐后期的

墓葬，则规模较小，随葬品也趋向简陋，对这一直观现象的常规解释是：中晚唐时期政局动荡、皇权不

稳、经济衰落、制度破坏等，但我发现这种认识不仅过于含糊，而且与文献记载有很大的矛盾，甚至存在

误区，因此使研究陷入尴尬的境地。换句话说就是，此前采用的对墓葬分区、分期、分类型的技术性研

究，对于探讨社会生活，有点力不从心。

必须清楚的是，考古发现的墓葬只是孤立的物质性遗存，而全套丧葬仪式包含了很多部分，在死亡

与下葬之间还有很多重要的环节，所以考古发现的只是全部丧葬活动系统的一个片段，必须要对丧葬流

程有个整体把握。那怎么做呢？我认为要认真考虑墓葬研究涉及到的概念，我想到至少四个概念，那就

是观念、习俗、礼仪和制度，它们相互作用，但不能混为一谈，在丧葬活动中的功能也不尽相同，要对它

们进行辨析和区分。加上之前二十年对墓葬材料的积累，才有了你说的这篇文章，写作的过程也是反复

推敲，一改再改（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耿朔：2015年您在北大组织召开“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是想呼吁学术界

重视这种研究方法吧？

齐东方：因为我想这些概念不仅是研究唐墓要首先考虑的，也适用于其他时代的墓葬研究。那次会

议就是想把此前对于唐墓研究的考虑扩大到中古或者说汉唐时期。

在中国有汉唐盛世之说，也有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之说，这都是宏观的认识，如果把汉唐考古放到具

体细化的、观察历史的研究当中，汉唐之间的墓葬面貌恰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墓葬壁画为例来说，

你看汉代的壁画中有各种各样的神，满是羽化登仙的场景，构建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想象世界；但你再

看唐代墓葬壁画呢，大不一样：看到的是车马仪仗、宴饮乐舞，是一个欢快热闹的现实世界。同样是埋

葬，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其实不仅是墓葬，在其他很多方面也不例外。我们能够从墓葬当中识

别出来汉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且能否予以合理的解释，这是我想去探索的。

如果以学术史的眼光看，开这个会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我有一个基本判断，过去几十年的技术性研

究，已经将地下发掘出来的资料建立起了一个基本的时空框架，尽管它可能还不完善，但接下来研究的

重心却可能要进行转移，要有一个能够跨越平台式的思考和方向。

耿朔：那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开得很成功，大家的讨论很热烈，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多数都有方法

论方向的考虑，创新之作数量不少。

齐东方：可以这么说，我把“观念、风俗、礼仪、制度”四个概念的思考抛出来，引发了大家的兴趣，

参会的不仅有一些资深学者，还有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并且不只是考古学者，还有历史学、美术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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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等领域的学者（按：会议成果见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

学术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耿朔：那下一步您有什么想法呢？

齐东方：2015年的会议我还起了一个主标题，叫“两个世界的徘徊”，如果说完成对观念、习俗、礼

仪、制度的研究后，再想把墓葬研究推向深入，我能想到的就是要讨论生死观了。研究这个问题很难，

需要长期的积累，也要有国际视野，是考古学深入到哲学层面的一种思考。毕竟，我们考古也是为了思

今。地下发现的文物常常能够提供给我们认识古人生死观的依据，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沟通生与死、沟通

古与今，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研究古代的生死也能建构我们自身的灵魂世界。我不知道能否达到那个

思考的境界，但这是继续努力的目标。

耿朔：我也是第一次听您梳理研究墓葬的历程，我想是否可以归纳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在类型

学框架中的基础工作，第二层次是对于类型学研究的结果进行历史解释，第三层次就是您说的观念、习

俗、礼仪和制度方面的讨论，第四层次是生死观的哲学思考。我想这不仅是您过去几十年从事墓葬研究

的心路历程，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我知道您从事学术研究很重要的方式是田野考察，我也不止一次跟随您外出调研。能否谈谈对你影

响最大的一次考察活动？ 

齐东方：那还要说到三十年前的那次考察。1991年我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与三十多个国家

的学者一起，曾在中亚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我们去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

那趟旅程条件很艰苦，去的地方很多，但考察非常深入，收获非常大。

还是举金银器的例子吧，中亚是古代金银器生产和流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我近距离大量观摩粟

特、萨珊和罗马金银器，那时候我才三十五岁，可谓大开眼界，对受外来文化影响很深的唐代本土金银

器产生了很多新认识，可以说成为我做金银器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之一。前几年，我又因学术活动再赴

中亚，二十多年间，中亚社会面貌真是发生了巨大变化。

耿朔：在获取信息越来越方便的今天，田野考察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是否发生了变化？

齐东方：我最近在中华书局出了一本书《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是在杭州的中国丝绸

博物馆系列讲座的合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2016年我参加了在新疆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的“昆仑河源古道

科考”，这次考察抵达中国的最西方，重点是探寻历史上连接新疆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实际交通路

线。也可以说，我们那次考察，有一个目的是探寻玄奘东归到底是走哪条路？切身体会古人穿越昆仑绝

境时会遭遇什么？

如果在地图上，依靠一个一个遗址点，并结合文献，也可以画出路线图，但是没有实际考察，只是

把古人比如玄奘记录的那些点连线的话，会觉得这条有可能，那条也有可能，最终只是一些示意图，要

拿着这种路线图去实地找路，问题会很大。只有亲身走一走，才能明白哪里可以走得通，哪里是冰川和



128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2年第9期･ 第245期

雪原，根本上不去。我想，实地考察的经验对历史事件的体会自然不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可能

更深。那么对于丝绸之路路网走向的认识，也就比原来的研究更深一步。

也许有人会问，玄奘东归究竟走哪条路有那么重要吗？玄奘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细节。是的，如同

杨贵妃吃的荔枝究竟从四川来还是从广东来的一样，从宏观历史上看，也许不重要。但历史是由无数个

细节构成，专业考古就是要寻找细节，尽可能不忽略客观真实，谁知道哪个细节更重要呢？即便无法最

终获得真实，至少在实地考察中，也会更加理解玄奘的执着信念和他为中外文化交流所付出的艰辛。

对我来说，不大喜欢那种“考古不是游山玩水”的倡导，我认为功利心太强，会缺乏对广阔世界的好

奇，会失去很多偶然。考古考察，无法知道即将遇到什么，设想不留遗憾、收获满满也不大可能，还是

做一个深情缱绻的旅行者为好，在时间、空间上错位游荡，让想象力爆发，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耿朔：从教三十七年来，您指导了相当数量的硕、博士生，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的论

文选题范围非常宽泛，没有那种题目一看就是谁的学生的印象。比如我的同门中，选择金银器作为论文

题目的反而寥寥无几，这显然与您的教学思路有关，请问您如何看待导师的指导和学生自主性研究之间

的关系？

齐东方：这一点我确实有体会，可能和很多老师不同。这倒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大的本事，什么

都懂，而是我认为：第一，导师对于研究生的指导主要是在思想、方法方面的建议和引导，特别是博士

生，我认为博士生对自己要做的那个领域材料熟悉程度要远超我，也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才能超出我的

知识结构，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第二，我认为必须尊重学生自己的想法，自己对某个问题很感兴趣，

才有研究的动力。我年轻时不是就背过李白的《上李邕》嘛，那里面最后两句是“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

未可轻年少”。做老师的一定不要限制学生，除非学生实在是自己想不出问题，我才会帮忙找。我也很

希望学生的题目不要太局限于时代和区域，要有贯通的思维和宽泛的视野。 

这可能和经历也有关，我去日本，发现教员最多的考古专业在明治大学，但也只有六个老师，其中

教授两到三位，开的课程有东亚考古这样的大课，他们指导的学生选题范围特广，远超老师自己的领

域，美国也是如此。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而不要局限在老师具体的研究领域中，

更不能活在老师的影子里。

耿朔：作为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您对历史时期考古学未来的研究趋

势有什么样的判断？

齐东方：这个问题太大，一两句话哪里说得清楚。我也不能做什么样的预测，只能根据我对学科的

理解，谈一点感受。

我认为考古学毕竟是人文科学，必须与人、与社会相联系，我们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可以

看作是考古学内部的技术研究，像刚才不止一次提到的类型学研究，分期、分区、分类型，这种研究方法

在一定时期是主要的，也是必要的，用来进行资料积累和框架搭建。但必须要认识到，它远远不是考古

学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类型学搞僵化了，比如我研究过古代的围棋，如果你不了解围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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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把围棋盘按照有没有足、有没有壸门来划分类型，但这毫无意义。真要分的话，可以按围棋盘上有

多少道来分，这有意义，因为和怎么下棋有关。而研究历史时期考古学，由于社会发展水平高了，比如

到了宋元时期，社会文化那么丰富多彩，更不能简单地套用研究前段的方法。我也看到，近年来偏重于

历史“解释”的研究越来越多了，这是好的方向。再往下，需要更丰富的理论建树，需要借鉴相关学科的

成果。回想我念书的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考古学界开始关注国际上考古理论的发展情况，一时间热

闹非凡，也取得了不少进展，而理论思考要走向纵深，我觉得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特别是外语能力的

要求是极高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浮光掠影，泛泛而谈。

就历史时期特别是汉唐时期来说，我不太认为通过考古学可以重建历史。考古学要有自己的关注

点，考古学的长处是在物质文化层面提出更直观、更可靠、更细致、更深入的解读。我想，考古学有一个

天然优势，它可以容纳很多学科进入，特别注重学科之间的关联性。所以我希望年轻学者们，要重视外

语，重视文献功夫，还要有理论思考，尽量扩展知识结构。说到底，所有的学科想往前发展，都要超越

前人。

［耿朔，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曾跟随齐东方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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